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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内容提要]本文以反贫困的小额信贷活动中经常遭遇的
“

垒大户
”

现象为切入点
,

对穷人

的
“

责任感
”

问题进行解释
,

认为不 同理解的背后暗含着与跨范式沟通相关的障碍
。

从这

一点出发
,

本文引用戴维森的
“

施惠原则
” 。

作者提出
,

中国的反贫困操作者 (主要指 NG O

们 )在试图沟通农户和外国捐助机构之间的理解鸿沟时
,

扮演的角色是在猫
、

鼠之 间来回

变换
。

在充当尴尬的猫鼠双身动物之时
,

反贫困领域的 N GO 们缺乏的是对一些基本问题

的基于整体信念和相应规范的重新解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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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没有讲错的话
,

克利福德
·

格尔茨 ( lC ifo dr G ee rtz )所阐发的文化解释给人印象

最深刻的一点是对异文化进行
“

深描
” 。

格氏阐释的
“

文化
”

有时候是一种具体活动
,

如巴

厘岛的斗鸡或爪哇发生的一次葬礼 ;有的时候是几个可以互相并置讨论的概念
,

如
“

哈

克
”

( h aq q
,

在伊斯兰地区意为
:

真情 )
、 “

达摩
”

(曲~
a )和

“

阿达特
”

(
a da t

,

在马来西亚意

为 :实践 )
。

在格氏著名的《地方性知识》一文中
,

他对这三个概念作了一番
“

平行并置
”

的

解释
,

目的是想对英语读者说明
: 一个个案

“
在不同的法律传统中所处的截然不同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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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

式
—

它们是那样的不同
,

以至于要求一种全然不同的重新规范去界定它们
。 ”①此外

,

格氏以同样的方式解释过爪哇
、

巴厘和墨西哥文化中
“

自我
”

的不同地方性的经验
。

格尔茨的
“

深描
”

一词是从分析哲学家吉尔伯特
·

赖尔那里借来的
。

格尔茨在
“

深描

说
:

迈向文化的解释理论
” ②一文中

,

转述了赖尔的一个孩子
“

眨眼
”

和对眨眼
“

深描
”

的例

子
。

格尔茨对这个例子做了些发挥
,

以此来表述其文化解释的内涵
。

我相信这个眨眼的例

子也是所有人类学学生都知道的
,

但我还是简单地介绍上几句吧
。

“

眨眼
”

之所以需要
“

深描
”

是因为这一个由照相机看上去只是机械的
“

快速地张合右

眼眼睑
”

的动作
,

可能是机械的眼皮抽动
,

也可能是挤眉弄眼的
“

挤眼
” ,

也可能是模仿他

人的排练
“

挤眼
”

等等
。

因此对张合眼皮的描述可以分为
“

浅描
”

(
` ,,
决速地张合右眼眼睑

”

)

和
“

深描
”

(如
“

练习对一个朋友的模仿
,

因为这个朋友假做挤眼以欺骗局外人
,

误以为有

什么只有当事人才能领会的事
”

)
。

格尔茨认为
“

文化
”

便是如此这般的一些
“

模仿的挤

眼
” ,

文化人类学的工作就是对挤眼进行析解—
即

“

深描
” 。

格尔茨的
“

深描
”

与人类学传统中的
“

主位分析
”

是有较大差别的
。 “

主位分析
”

是指从

他者 (与外来观察者相对 )的主观
、

语言和经验角度来描述其文化
。

格尔茨所理解的主位

分析同以上定义也有差距
。

他认为主位分析
,

或相当于此的
“

从行为者的观点看事物
”

或

描述事物并不意味着这样的描述本身就是行为者的
。

格尔茨认为
,

在文化分析中作为 自

然事实的文化 (如
“

挤眼
”

)与作为理论实体的文化 (如对挤眼的
“

深描
”

)之间的界限已经

模糊不清
。

这也许是由于文化解释者与其调查对象合作和对话的结果
。

总之
,

格尔茨说
:

人类学著述是在
“

本地人
”

的第一级解释基础上的第二和第三等级的解释
。

由此可见
,

格尔茨的
“

深描
”

虽不意味着
“

从行为者的观点看事物
” ,

但他起码相信
:通

过与当地人的商谈对话
,

人类学解释能够
“

深描
”

出一种接近行为者视野的意义
。

现在的一个问题是
:
如果以当代哲学家戴维森 ( D on al d D va i d s on )关于理解和阐释的

“

施惠原则
”

( p ir n ic lP
e s 。 f 。 h iar yt )来看格尔茨的

“

深描
” ,

则会对格氏的
“

解释
”

的有效性和

通过对话并置使理解具有阐释和被阐释双方
“

共识
”

的信念大打折扣
。

我们先来看看戴维森关于
“

施惠原则
”

说了些什么
。

戴维森的
“

施惠原则
”

认为
: 我们必须在假设他人有理性的条件下去解释他人

。

这种

假设还包括他人是在谈论与我们同样的世界
,

否则我们不能够解释他们
。 “

施惠
”

导引我

们
“

尽量
”

使他者和我们之间达成协议③
。

戴维森的
“

施惠原则
”

在阐释他人话语或行为方

面的有效性
,

是建立在阐释者和被阐释者之间存在
“

信念
”

相似的状况
。

信念也可以视为

关于对象物的概念
。

信念依赖于人的语言
。

按照戴维森的例子
,

一只狗可能知道它的主人

在家里
,

但不知道史密斯先生 (它的主人 )在家或是一个银行总裁在家④
。

戴维森所指的

狗的状况即
:
狗虽然能区别他的主人和另外的人

,

但狗不具有人的那种
“

信念
”

—
一种

理解的规则
。

跟着来的情况便好理解了
:

马戏团的狗在驯狗员训练下能够做算术
,

这并非

说明狗有
“

理性
”

(即人的理解信念 )
。

在此情况下只能说
,

狗在按照演员的指示翻出正确

的数字牌时
,

其行为轨迹与人的行为有一段重合
。

但狗之翻出数字牌子的行为显然是另

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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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据的
。

戴维森不认为跨文化之间的阐释有如人与狗之间的互通一样
。

相反
,

他认为
“

我们会

否认某人具有一种关于男人的概念
: 即这个男人不知道有关男人和女人的区别

,

不知道

父亲是男人
,

不知道每个男人都有一个父亲和一个母亲
,

不知道普通成人有思想
。 ” ⑤这

里的承认某人关于男人的概念
,

便是戴氏的
“

信念
” ,

也就是他所说的
“

施惠
” 。

戴维森对通

过
“

施惠原则
”

达到理解他人并不怀疑
。

例如他说
: “

不同的说话者有不同的适当名称的库

存
、

不同的词汇和附着在字眼上的不同的含义
。

在某些情况下这会降低相互理解的水平
。

但这并不是必然的
。

因为作为解释者的我们非常善于获得对我们以前未听过的字眼的正

确解释
。

这种可以正确解释的字眼甚或具有我们没听说过的被讲话者赋予的含义
。 ’ ,

⑥

如果承认戴氏的
“

施惠原则
”

为一普遍的规范性原则的话
,

格尔茨对
“

挤眼
”

之深描
,

则说

到底是从
“

施惠原则
”

出发
,

以西方的某一种文化范式去描述异文化的
“

挤眼
” 。

虽然这个

挤眼 (他者 )在阐释者的
“

施惠
”

之下
,

其意义成了
“

合理
”

的或可理喻的
,

但这确实还是一

种基督教一犹太教传统规范的
“

施惠
” 。

而透过此
“

施惠原则
”

来看其对话并置
,

便谈不上

是解释与被解释双方的平衡性的互相施惠了
,

充其量仍然是人类学传统的以异文化来反

照西方文化而已
。

近来我的哲学家朋友郑宇健在一篇论述戴维森的规范理论的文章中指出
:虽然在跨

文化阐释中
,

不同文明社会的
“

双方在原则上都有足够的阐释资源来 (逐步 )理解对方文

化的足够多的方面和层面 (

—
这一点显然是戴维森想强调的 )

。

但有趣而微妙的问题恰

恰在于
,

这种跨文化理解能否理所当然地触及或必然扩展至对方的所有方面和层面? 这

显然不是单凭施惠原则本身就可以先验地解答的问题
。 ’ ,

⑦

郑宇健认为
,

这种跨文化或范式间阐释的障碍发生的理由包括两方面
:
其一

,

存在于

来 自任何简单的原始语言游戏之间可能出现的阐释断裂一样的障碍 ;其二
,

任何一个文

明的高层建筑或理论
、

规范等一旦建构形成便会成为
“

不可动摇
”

的正统或主导规范的思

想内核
,

而这些规范对共同体成员相关信念网络具有塑造作用
。

郑认为这两点理由
,

至少后一点
,

恰恰是可以从戴维森的进路中得到有力证明的
。

因

此依据戴维森的乐观的
“

施惠原则
”

进路
,

可以得出的结论却是
:
基于不同规范的文化范

式间的阐释
,

仍然存在相互理解的鸿沟⑧
。

我对
“

鸿沟
”

的自觉一定程度上是基于承认格尔茨式的
“

深描
”

说仍然是使用
“

施惠原

则
”

的一个案例
。

如果承认上述戴维森的
“

施惠原则
”

及其内在障碍有效的话
,

我们还能对格尔茨式的

“

深描
”

说的解释力存有多少信心呢 ? 如果承认了格尔茨式的
“

深描
”

的内在障碍之存在
,

文化解释的出路何在呢 ?

我近来的一个不太成熟的想法是以
“

施惠原则
”

来定位格尔茨式的文化深描
。

这样一

来
,

除了使我们意识到深描的
“

施惠原则
”

背景外
,

还使我们对本文化的主位分析也当作

基于
“

施惠原则
”

的阐释活动
。

在此应该强调的是
:
这是一种对其他文化持有者 (包括基督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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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一犹太教传统 )的
“

施惠
” 。

必须强调的

也就是施惠而已
。

我的这篇文章基本上就是解释发展

项 目中经常遭遇的有关培养穷人
“

责任

感
”
的问题

。

我的阐释承认戴维森的
“

施惠

原则
”

有效性
。

换句话说
,

我设想援助工业

的
“

他者
”

(如世界银行等机构的项 目设计

者 ) 所面对的是与我所谈论之事同样的
,

我相信通过讨论和对话能够与他们达成

对该问题的协议
。

我喜欢引用实例
,

以下就是一个
。

一段运用人类学的田野经历
: “ 穷

人的责任感
”
与

“
垒大户

”

19 17 年
,

盲人学校由汇丰银行北京分
行经理 E

·

G
·

希礼尔 ( E
·

G
·

H i ll i e r )创办
。

据

摄影者调查
,

当时北京有 13 00 个盲人
,

占人
口的 1

.

7%
,

全国约 100 万人
,

占总人 口的
.2 5%

。

过去盲人只能接受说唱方面的训练
,

盲人学校创办后
,

学生得以 学习文字
、

数

学
、

伦理学
、

藤条家具制作等课程
。

学校为

学生担负一切费用
。

( 西德尼
·

D
·

甘博摄
,

北京
,

19 19 年 )

2 00 2年夏天
,

在为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小额信贷项 目准备监测评估方案时
,

我和基金

会同事的一个假设是
:
小额信贷活动作为一种由全球性的援助工业引人的

“

双重制度创

新的扶贫模式
” ,

在村落层面会与乡村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发生张力
,

在某些地区甚至可能

会出现冲突
。

我们的假设并非空穴来风
,

而是基于小额信贷设计者和操作者们关于这一

活动的理念⑨
、

设计框架的描述L和一些人的经验性研究⑥提出的
。

简单地说
,

小额信贷的理念基本上是一种对新古典经济学思路随波逐流的东西
。

按

照其理论的逻辑
,

穷人与其他市场中的个体一样都是
“

理性
”

的
,

都具有理性地追求利益

最大化的基本行为模式L
,

穷人与其他人的区别在于缺乏资金
。

如果以这一学派的追随

者喜欢使用的比喻来说的话
,

即穷人这一木制水桶与众不同之处
,

是有一块
“

短板
”

—
缺乏资金0

。

由于资金短板的限制
,

使穷人这一水桶不能承载高于短板水平的
“

水
”

—
财富

。

这就是穷人之所以为穷人的原因
。

帮助穷人脱贫的一个顺理成章的办法当然是
:
提

供资金
,

在市场和货币时代那就是贷款
。

但是跟着来的一个穷人的限制条件是穷人无法

得到贷款
。

由于穷人一般都缺乏银行信用
,

因此不能得到提升其短板高度的信贷资金
。

为了解开这一
“

需要资金又无从得到资金
”

的死结
,

30 年前反贫困业内有人煞费苦心

地创造出小额信贷这种信贷模式
。

小额信贷的设计和操作者告诉我们
:
小额信贷是一种

扶贫目标直接对准穷人的活动 ;它将关注点集中在识别和动员贫困户
,

保证贷款到贫困

户手中L ;它运用一套全新的组织方式和指导方式
,

大幅度提高穷人信贷的成功率 ;它能

提高贷款还付率是由于采用一套穷人自我组织
、

自我管理
、

自我约束的组织方式 ;它要培

训穷人的行为
,

通过自治组织的定期活动和相互间的责权界定
,

培养穷人的责任感和合

作意识
,

培育新的合作组织
。

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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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小额信贷的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
,

贷款对象必须是某一特定的目标群体
,

例如

贫穷的妇女
、

无地农民等等
。

因此贷款提供者要做的一件事情是将这些 目标群体筛选出

来
,

然后再将他们组织成小组
、

中心等等
。

总之
,

小额信贷设计一方面以工具理性的个体主义为预设
,

另一方面则与现代性话

语的规训和管理穷人相合
。

如此设计出的小额信贷应该有助于建构穷人主体—
它是带

着启蒙主义理想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与经由多元主义而成的有些像
“

穷人利益集

团
”

的
“

穷人阶级
”

的结合
。

这是一种以阶级面目出现的
“

经济人
” 。

这样一种创新的制度模式 (虽然不免为理想类型化 )理当在乡村遭遇到冲突和挑战
。

原因之一是
,

小额信贷是要以新制度
、

新手段和新组织切人乡土社会
。

其锐利应该如同上

个世纪五十年代初的土地改革
,

在那时以共产主义思想武装的工作队进人乡村
,

识别出

农民中的不同阶级
,

给他们划定阶级成份
,

然后引起乡村社会的整个结构的天翻地覆变

化
。

小额信贷运动与土地改革那样的农村社会再结构相比顶多是小巫见大巫
。

前者只是

借助援助工业的强势在中国的贫困地区
,

依靠那里的政府机构
、

金融机构或非政府组织

搞些
“

创新
”

试验 ;后者则是用整个国家的暴力将乡村社会整个儿重建L
。

但是即使如此

的不可比拟
,

原教旨的小额信贷活动可能产生的影响还是容易想见的
。

我们当时假设
,

张力既发生自创新的制度与原有的乡村政治和社会组织相交叉的界

面
,

也发生在个体农户层面
。

在头一方面
,

例如我们设想创新的穷人组织—
自治中心与

村落现有正式组织即村委会或村民小组间的张力 ;我们也可以想见小额信贷的草根操作

者
,

如指导员 (世界银行模式 )或信贷员 (澳援青海项目模式 )这些借助外来项 目而崛起的

乡村精英与乡村现有的权威的冲突等等
。

现在回头来看
,

这种假设显然夸张了新运动可能带来的冲击
。

我们后来在田野调查中发现这方面的冲突基本看不到
。

究其原因
,

则发现小额信贷

组织的建设基本没有按照其操作本本指示的那样
:
撇开乡村的现存结构

,

建立特立独行

的
“

穷人的组织
” 。

在一些项 目区
,

我们发现连
“

中心
”

是否作为组织存在都很难说
。

在间中的一个乡
,

我

们访问过的村民没有一个参加过中心会议
,

在他们出示的农户贷款手册上也只记录了最

初借款的情况
,

以后是否按期还款和什么时候还清则完全看不出来
。

中心与村社组织也

没有什么冲突
,

其原因是
“

中心
”

这样的组织事实上不存在
。

它们即使有也只是一些流动
、

松散的借还款网络而已
。

一方面是按照运作方案必须有的自治中心不存在
,

另一方面还发现小额信贷项 目在

草根层次已融人了村社的地缘和血缘组织
。

例如所谓中心例会 (如有的话 )是在村社的大

会上召开
。

村民小组的情况亦然
。

所访问过的村民绝大多数是与邻居结为小组
,

其中有条

件好的也有稍次的
。

但小组不是按规定所指示那样非穷人不可加入
。

其余的小组或是有

家庭内成员
,

甚至父亲
、

儿子
、

女儿等等组合
,

或者根本不存在小组
。

但是在我们所访问的

村中大多数人对于小组成员必须由非亲属组成这一点的认识也是清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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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有限的了解来说
,

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小额信贷的基层组织建立
,

在国内属于最

好者之列
。

我以前也看过由一些国际援助机构在中国的西部一些省搞的小额信贷项目
,

在那些地方所谓穷人小组或中心更是子乌虚有L
。

在经过十多年实践以后
,

可以有把握

的说
,

除个别案例外
,

此种靠体制切人建立的
“

穷人组织
”

在中国乡村的草根社区基本不

存在
,

更谈不上生长
。

而我们看到的组织资源在村社层次仍然是以原有的社区组织
,

如村

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或社为依托的小额信贷网络
,

即所谓
“

中心
”

嵌入于村社地缘血缘组

织的情形
。

而且可以说在小额信贷组织得越好的地方
,

对村社组织的依赖就越深
。

2 0 00 年我在青海做田野调查时
,

歪打正着地了解到一个村庄的小额信贷是如何实施

的
。

我们当时的社会评估小组住在一个村党支部书记的家里
。

当地是某一国际机构资助

的小额信贷项 目点
,

当我们聊天谈起小额信贷情况时
,

村支书表示自己就是信贷员
。

我们

也都知道这个人同时也是村里的阿旬
、

村医和寺院管理委员会主任等等
。

这个集多种权

力于一身的人谈到如何操作信贷时
,

称
“

谁要借都可以
,

很方便
。

半夜里要用钱
,

来敲一敲

门就能拿到钱
。 ”

在这个村
,

村民借款并不需要组成信贷小组
。

当然在每年的小额信贷监

测报告中
, “

村民组成小组
”

这样的话肯定是不会拉下不写的
。

在同一地区的另一个村
,

我问一个从小额信贷借款的农民
“

谁是你的小组成员
”

这样

的问题时
,

他很茫然
,

不知道我问的是什么问题
。

这些例子说明
: 由于乡村社会以其坚强而不乏变通能力的结构将创新的外来制度消

化成乡村社会的一部分后
,

我们便不大容易找到那种所谓的
“

穷人
”

组织了
。

这也就是为

什么我们在乡下看不到冲突的原因
。

而且对于这种创新组织存不存在的问题
,

小额信贷

项 目操作者一般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

不去真的追究
。

一旦外国捐助机构的检查团来
,

便

动用地方性的智慧给
“

专家
”

们来一场
“

中心培训
”

的表演
,

也就能对付过去了
。

给钱的国

际组织一般也只听检查团的报告
。

报告一般会发现
“

某县共建立了某某个培训中心
,

下有

某某个联保小组
” ,

在某地观摩了
“

中心组织培训
” ,

检查了教材
,

培训的内容和教材有待

改进
,

有形式主义化倾向等等
。

一个预定会引起基层社会震荡的制度切入事件就是如此这般被乡村社会与项 目操

作机构合谋消除的
。

但是乡村里也有小额信贷操作者不愿意睁只眼闭只眼的问题
。

我们在监测评估中遭

遇的
“

垒大户
”

行为
,

就是小额信贷操作者与乡村社会的冲突
。

典型的垒大户行为即是由一个人顶着其他数个人的名字借款
。

这样一个人就能借到

超过借款限额几倍的钱
。

前年夏天在晴隆县
,

基金会调查组发现有垒大户的情况
。

其中一

案是将 6 00 0 元贷给某一农户买摩托车
,

该农户使用了包括 自己在内的 6 户的名字
。

这种

情况在间中也有所发现
。

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监察组去年早些时候在左权县也发现过类似

的情况
。

各地的小额信贷监察人员都不时上报说
,

发现有垒大户的现象
。

按照基金会的一

个监察人员对福建的小额信贷中发生垒大户概率的推算
,

大约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可能

性
。

如晴隆县的汇报说
“

冒名顶替
、

多头人社
、

亲属同组等垒大户情况及非农业人口人社
、

口
2 9



2 0( 辫 / 06 开 放 时 代

非贫困户入社情况
” L等是一个主要问题

。

正如晴隆县的汇报所说的
:这种垒大户是发生

在村落社区成员之间
,

也就是说参加垒大户的是亲戚或邻舍
,

是一种社区性的垒大户L
。

2《XX〕年我在青海调查时
,

发现一个村民从小额信贷借了一万元
。

他借款的用途是他

的哥哥出了车祸
,

住在医院里需要大笔的钱支付医疗手术费
。

于是他只好求助于村里的

小额信贷员
。

信贷员便将一万元借给了他
。

在这个个案中我虽然不太清楚信贷员和这个

村民是如何合作将十户的钱给了他一个人
,

但可以肯定这也是一个垒大户的例子
。

无论哪一种垒大户
,

从小额信贷的操作规则出发都是非法的
、

必须查处的
。

那一年
,

从春天到夏天
,

基金会的监察人员奋战在贵州晴隆
、

四川间中和山西左权的崇山峻岭
,

他

们面对的一个凶恶敌人就是
“

垒大户
” 。

一段相关的学术活动的笔记

在查处
“

垒大户
”

的活动中
,

小额信贷督导者面对的一个困境是
:
此类事情无法禁绝

。

而在总结经验教训时
,

项 目操作者基本上是跟着操作手册的规定发些
“

坚决处罚
”

之类的

誓言
。

而从这些操作的教条出发
,

垒大户往往被认为是一种富人对穷人的利用
。

但是穷人

在
“

借名字
”

的交易中
.

从对方得到了什么呢
?
小额信岱的操作手册和理论从夹巾

`

没有根

供过回答
。

为什么此类事情累禁不绝呢 ? 用小额信贷设计者的话来说
,

关键是穷人的
“

责任感
”

不强
。

可以说
,

我们在此又与
“

主体性
”

这个大问题打照面了
。

如前所述
,

小额信贷的预设是

工具理性的个体主义
。

按照此框架
,

穷人是或者将要是 (通过规训 )个体主义的客户
。

这种

“

穷人
”

一方面应该是原子化的理性主体
,

另一方面这些原子化的个体应该有着共同的

“

集团
”

利益
,

因此可以通过小额信贷项 目的
“

中心
” ,

将他们组织起来
。

这种穷人主体的利

益应当是同社区中的其他人的利益相别的和冲突的L
。

但是在小额信贷的
“

垒大户
”

一例中
,

乡下的穷人和他们的乡里乡亲与援助产品推销

员打交道时
,

却依据 自己的做
“

人
”

习惯
,

去
“

化解
”

援助工业的规范
。

在农民 (包括穷人 )看

来
,

一个有责任感的
“

人
”

或
“

我
”

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 当然不是个体主义的
“

我
”

或
“

人
” 。

这个
“

我
”

用费孝通先生的话来说
,

是一个生活在差序格局中的
“

我
” ,

或用他最近一篇文

章中的话说即
“

讲不清楚的我
’ ,

L
。

费先生的文章与我 目前讨论的问题很有关系
。

费先生提出
“

不清楚的我
”

是基于他对

传统社会学领域基本为
“

主客二分
”

的实证主义方法论所主宰之不满
。

他认为实证主义的

方法论无法把握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世界的
“

理
” 、 “

心
”

和
“

性
”

等
。

费认为儒道这些社会

思想影响中国人社会数千年
,

确实起到维护中国社会秩序的作用
,

但这些东西无法用
“

现

代主流的社会学方法
”

(即实证主义方法 )去研究
。

费提出今天的社会学应该找到
“

与古人

跨越时间和历史交流的手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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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先生认为这些问题不仅是针对社会学的学科问题而发
,

也是针对自己前几十年以

实证方法论为
“

武装
” ,

研究中国社会及人所遭遇问题的反思
。

就我看来
,

费先生的这一思

路其实是从其
“

乡土中国
”

的路子过来的
。

《乡土中国》提出的
“

差序格局
”

等概念被费先生

在这篇题为
“

93 存稿
”

的文章中
,

以
“

讲不清楚的我
”

(差序格局的或存在于关系中的我 )进

行了发挥
。

费先生认为
:
中国是一个有祖宗和有子孙的社会

,

个人是上下
、

前后联系的一环
。

在

“

意在言外
”

的交流中
,

不是这具体得悉
、

可描述的
“

我
”

在活动
,

而是一个不那么清晰的

“

我
”

在主导
。

因为那些可以描述出来的我
,

都是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来定义的
,

当我们无法

确切定义一种
“

不言而喻
”

的微妙
“

关系
”

的时候
,

也很难清晰明确地定义这个
“

意会
”

的主

体—
“

我
” 。

去年我曾与同事王铭铭和于长江谈到费先生的这篇文章
,

王和于都表示这是一篇很

有意义的文章
。

在王铭铭和我的提议下
,

去年 12 月 30 日
,

大约有十几个人 (大多数是北

大的教师和研究生 )聚在一起
,

就这篇文章讨论了一个下午
。

我在讨论会上谈了几点有关

费文的意义
。

其中一点与本文有些关系
,

内容如下
:

费文提出的问题正是研究中国的社会实在或从
“

中国经验
”

出发面临的方法论基础

的问题
。

例如在发展 / 反贫困领域内关于
“

性别分析
” / 性别意识

,

关于
“

贫困和反贫困
”

等
。

在这一领域
,

主流的范式是用主客二分的方式将
“

性别主体
” , “

贫困主体
”

建构出来
。

现在的
“

参与式
”

范式陷人了自相矛盾
:想以被救助者的

“

近经验
”

或主位视野来建构以上

范畴
,

但在
“

近经验
”

中缺乏
“

性别主体
”

和
“

贫困主体
”

时
,

又不愿意放弃建构这类主体的

努力
。

逆向施惠乎? 猫鼠协议乎?

2 00 2年 9 月
,

我在四川间中结束小额信贷评估后
,

针对小额信贷的现状提出了一些

如何解决包括垒大户在内的建议
。

以下是报告的部分段落
:

问题在于首先将穷人从村落社区筛选和分离出来并组织成所谓
“

穷人自治组织
”

并

不是一条脱贫的道路甸
。

… …我们没有必要再坚持建立孟加拉模式的所谓
“

穷人组织
” ,

也没有必要再让草根层次 (县和乡 )的操作者为 了应付基金会的
“

本本
”

要求
,

而
“

建立
”

所

谓
“

穷人中心
” ,

选举子虚乌有的
“

主任
” ,

进行并不存在的小组和中心成员培训
。

相反我们

应该转为承认现有村落社区组织是我们 的 乡村小额信货的组织资源 ;探寻如何加强社 区

组织
,

将村社特别是
“

社
”

纳入农户 自立项 目的运作框架 ;加强村社帮助社区内穷人的能

力
。

这样才能使县服务社和 乡村小额信货的组织 自然地落实在坚实的基础之上
。

另外一个发现表明
:

根据原教旨小额信货操作的活动在中国面临 困境的现象是以上

提到的
“

垒大户
”

行为
。

我们提到在项 目地区存在两种垒大户行为
:

社区性垒大户和非社

区性垒大户
。

两者按照操作规则都是不合法的
。

从对当地农民反映的情况分析来看
,

小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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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货项 目中发生的垒大户主要是社区性的
。

事实上这种垒大户是村落社区正常的人际交

往关系和主要的社区经济关 系— 互惠关系— 的表现形式
,

是符合于地方正义的活

动
。

例如一般的垒大户往往发生在亲戚和郁里之间 ;往往是富人用了穷人的名字
。

从小额

信货的规则来要求
,

这是明摆着的违规
,

但是从 乡村社会的角度来看
,

这是合情合理的行

为
。

这样的事情发生后
,

被用 了名字的穷人其实并不吃亏
。

因为乡村社区通行的
“

互惠
”

的

规则会使被用 了名字的人在将来适当时候得到物质的或象征性的 回报 (来 自借名字者 )
。

在这种回报发生之前
,

借别人名字的人便总是欠着被借名字的人一笔人情债
,

因而总是

要想法 回报被借名者
。

一个乡村社区便是由这种互惠的基本关系维系住的L
。

对这种游

戏规则
,

实际上借名者和被借名者都清楚得很
,

基本上不会发生用 了别人名 字借钱后不

代人还钱的情况L
。

如果这种情况发生
,

那 么借人名字的人就肯定会遭到村社和邻里的

谴责
。

相反一个人要是连 自己的名字也不肯借给 自己的亲戚或部舍使使
,

那么这个人倒

要被认为是不讲
“

人情
” 。

很可惜这种互惠型的垒大户是一个从个体主义理念前提出发的

小额信货设计者所不能理解的
。

僵硬坚持孟加拉模式的建构穷人自治组织和规训穷人的制度本本的结果
,

是使中国

乡村的一度轰轰烈烈的 小额信货变成很可笑的猫与耗子 互相作弄的游戏
。

在这种游戏

中
,

基金会
、

县服务社和指导员都既是猫又是老鼠
。

例如所谓半月一还款的制度明明 已经

没有坚持
,

但县和乡的服务社和指导员都在汇报此制度仍然坚持
。

应该与还款 同时进行

的培训 已经不存在
,

但是当基金会来人时
,

他们却能很好地带着来访者观看
“

表演
” 。

穷人

的
“

中心
”
不存在

,

但不姑碍指导员对主管单位来人汇报本年又开出多少多少中心云云
。

明明随处可查到将部里和亲戚间垒大户
,

却要拼命表现此事只是偶然有所发生
。

明明绝

大多数借款者是村中的中等或 中等收入以上者
,

却要报告他们都是社区中的
“

穷人
” 。

L

僵硬的原教旨小额信货
“

制度创新
”

难于深入 乡村社会和按照这种本本规定与现实

的 巨大差距也使基层操作者充满困惑并感到一种错位式的艰难
。

在晴隆县进行的一次指

导员参与式评佑会上
,

指导员们按照选举法对项 目问题进行排序
,

结果头三种问题分别

是 :
培训问题

,

欺作问题和中心主任 (包括履行职责 )问题
。

乡村指导员们感到的严重问题

与我们的发现相类似
。

大家都忙于猫鼠游戏
,

其原 因是这样一个模式根本不适于现实
。

我们可以有把握的

说
,

在中国境内的由国际机构投资进行的小额信货十之八九都面临着类似问题⑧
。

在那

里受援单位作为老鼠要
“

玩
”

的是国际援助机构这样的猫
,

其 目的 当然是很可以理解的
。

试想在这样一个以 国际援助工业及其话语为霸权的行业
,

如果有谁敢跳 出来说
:
我们 就

是没有按照建立
“
穷人组织

”

的模式进行
,

我们就是承认社区性垒大户合理合法
,

那么 国

际性援助机构还能给他钱搞小额信货吗 ? 但是中国扶贫基金会 已经没有必要搞这种自欺

欺人的把戏了
。

我们做项 目不是为了让人看的
,

我们应该遵循路踏实实的路径
,

用现实可

行的方法来帮助农民
,

在现有的资源的基拙上建立真正有用的可持续发展的乡村金融系

统
,

而不是让草根行动者们的人力和物力集中到玩猫鼠游戏
。

口
32



专 题

两年之后重读以上段落
,

我感到它的口气和建议都确实有些像一篇建立
“

猫鼠联盟
”

的宣言
。

现在到了不仅要建立实际的猫鼠联盟的时候
,

而且要以
“

施惠原则
”

为依据
,

向援

助工业的巨头们讨个说法了
。

可以说这就是我将看似不相干的几件事拉在一起谈的理

由
。

要讨什么说法呢? 简言之
,

世界银行之类的援助工业巨头长期以来都假设我们和他

们关于晴隆间中乡下那些穷人客户的
“

责任心
”

的理解是基于共同信念的
,

也就是说这些

人是与华尔街上的客户一样的经济人
。

我们则假装接受了这种理解的恩惠
,

但是接受恩

惠的代价是目睹
“

垒大户
”

之不可克服而不敢说出
。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向这些巨头放

言
:
请放这些乡下穷人一马 ! 这些人自己有一套关于责任心的理解

,

这些穷人无法用外科

手术式的脱贫手段来拯救
,

他们的交换活动或经济活动是镶嵌在他们所处的社区的社会

关系中的
。

可以说他们的责任心也是以生于兹长于兹的社会关系和价值等为依托的
。

在

这样的关系性情景中
,

一个从生物长相上看是个体的人却经常有着
“

讲不清楚的我
” 。

我

们这样放言时的假设是援助工业的巨头们也跟我们一样的通道理
,

有理性
,

因此能够理

解我们所称之
“

讲不清楚的我
” 。

这一讨说法的建议实际凸现出本文所谈的小额信贷操作者 (组织 )的非猫非鼠或既

猫又鼠的尴尬处境
。

这实在是当下国内大部分此领域内非政府组织 (所谓 N GO )的处境
。

他们所扮演的脚色大多数时候也比较清楚
,

即充当捐助机构和乡村农户之间的中介或曰

拍客
。

他们的任务之一是要解释和沟通这两个方面各自的意思和规范
。

但是如以上所述
,

在对一些基本问题的辨析上
,

透过
“

垒大户
”

现象显露的
“

责任感
”

问题等
,

N GO 们却显得

很不清楚 自己的解释背后的信念和规范是什么
。

因此也不清楚自己做的事情是在给理应

服务的对象 (指穷人 )帮
“

正
”

忙呢还是帮倒忙
。

这些疑问的出现可以说都或多或少与
“

参

与式
”

这个时代有关
。

道理很简单
,

在参与式时代
,

既然要强调倾听
“

人民
”

的声音
,

而不是

外来人 (援助机构的专家 )的声音
,

那么以前容易解决的问题便显得很不容易解决
。

什么

是以前容易解决的问题呢 ? 例如以前只要听外来专家的建议
,

按照专家的规范来解释

中国穷人的行为
,

并以此来培养和规训穷人的个人责任感即可
。

现在则不可以如此处理
。

注释
:

①格尔茨 : 《地方性知识》
,

王海龙等译
,

中央编译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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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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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 eff M al aP
:

认为
:

戴维森的
“

施惠
”

从这一点来说
,

既是一个障碍
,

又是一个能用于所有解释的原

则
。

M al p as
, “ D o n

d d D v i d s o n ” ,

5如如心 百配” 勿
e

而 of 月
理了1

0占
叩妙

。

⑨以上引号内容均来自
,

何道峰
、

卫丽莉
: “ 小额信货与中国扶贫开发方式的变革

” ,

《中国扶贫论文

精粹》(下 )
,

中国扶贫基金会编
,

中国经济出版社
,

2 00 1 年
,

第 32 6一 327 页
。

L 农户自立项 目
“

运作方案
” ,

中国扶贫基金会
。

⑧杜晓山
、

孙若梅
: “

中国小额信货的实践和政策思考
” ;任长青

: “ 小额信货
:
双重制度创新的扶贫模

式及其在中国的实践
” ,

《中国扶贫论文精粹 ))( 下 )
,

中国扶贫基金会编
,

中国经济出版社
,

2X(j 1 年
。

L经济学家道格拉斯
·

诺斯提出的人的行为
“

决定
”

或
“

选择
”

是以
“

信念
”
或

“

制度 ,’( 包括价值意识形

态
、

规范
、

禁忌和正式的法律和国家政策等 )为约束
,

可以说是从人类经济性行为的条件的角度讨论

了戴维森式的
“

信念
” 。

虽然诺斯的
“

信念
”

影响
“
选择

”
只是在对特定行为发生的约束条件如何理解

的层面上展开论述
,

并未进入到戴维森之哲学分析高度
,

但是依照诺斯的逻样
,

同样可以推出
,

在解

释人的行为时
,

所谓古典或新古典经济学假设的
“
理性选择

”

首先正是一种
“

意识形态
”

(虽然按诺斯

的说法这是较松散的少os elr 的意识形态 )约束下的产物 ;其次
,

如结合戴维森的观点
,

则可以认为它

是以
“
工具理性

”

这样一种信念施惠于其他人
。

在这种情况 下
“

他人
”

的行动
,

无论如何
,

都被
“

尽可

能
”
以

“

理性
”

支配的选择来理解和解释
。

因此诺斯的
“

信念
”

决定只走出了第一步
:
即意识到人的选

择行为是以
“

规范
”
(即制度 )为约束的

。

其思想尚缺的 两步为
:
一是认识到人总是在以

“

施惠原则
”

来

理解他者 ;二是意识到跨文化或范式的沟通障碍会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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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 as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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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小领信贷假设
,

如果贫困农民有了资金就可以成为企业家 (微型企业家 )
。

但是从我参加评估的项

目地区
,

如丽江和内蒙古来看
,

落入贫困在社区 内更多的是因为家庭遭遇灾变 (病祸 )或人生大事

(养上学学生
、

结婚
、

分家
、

办丧事等 )
。

此种贫困农民最缺的是非生产性资金而不是生产性资金
。

L杜晓山
、

孙若梅
,

同注⑧
,

第 20 1 页
。

L即使以 国家暴力为背景推行的土改和后来的合作化
,

也没有达到改造乡村的 目的
。

一般认为革命

之后的乡村仍然与传统社会之间有着深厚的延续
。

最近关于这方 面的研究
,

见朱晓阳
: 《罪过与惩

罚—
小村故事 19 31 一刃 7》

,

天津古籍出版社
,
200 3 年

。

L问题也在于将穷人从村落社区筛选和分离出来并组织成所谓
“

穷人 自治组织
”

并不是一条脱贫的

道路
。

朱晓 阳
: “

反贫困的新战略
:

从
`

不可能完成的使命
’

到管理穷人
” ,

《社会学研究》
,

20( 科 年第 3

期
,

第 9 8一 102 页
。

L中国扶贫基金会
、

华夏银行
、

晴隆县农户自立能力建设扶贫项 目执行情况报告
,

200 2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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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我们还发现另一种 “

垒大户
” ,

或可称为非社区的政府行为
。

它们是体制性的
、

大面积的违规操作

和腐败行为
。

这种行为一般是地方政府 ( 乡镇 )为搞政府项 目
,

如建办公楼而
“
用

”

农民的名字去借

扶贫资金
。

但我们没有在小额信货项 目中发现这种情况
。

L例如 iT m iF n

an 一篇检视当前关于 目标对准穷人中的穷人的理论和实践的文章
,

将直接针对穷人

的路径称为
“

外科手术
”

式
。

在同一文中还有另一条进路
,

即
“
门卫式

” 。

后一进路是将救助的决定权

力交给社区
,

即过去所称的涓滴式
。

F ian
n

认为由社区决定的 问题是没有考虑到社区的构织和社区

是异质化的这些情况
。

但从我的经验来看
,

外科手术式同样没有考虑社区结构性语境
。

这样的反思

似乎受到其个体主义框架的局限
,

其所谓社区构 织和异质化忽视了例 如中国的 乡村社 区内存在

“

和
” 、 “
共享

”

或
“

分享
”

的面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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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费孝通
: “

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
” ,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

第 40 卷 第 3 期
,

20() 3 年 5 月
,

第 5一 16 页
。

⑧朱晓阳
, “

反贫困的新战略
:

从
`

不可能完成的使命
’

到管理穷人
” ,

《社会学研究》
,

2 004 年第 3 期
,

第 98一 102 页
。

⑥如欲了解
“

互 惠
”
关 系原则如何在中国乡村社区作为一种基本关 系运作

,

可参见阎云翔 的《礼物

流 》 ( Y
a n Y u n 一 x i a n g

,

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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叨

of e沙
: 尺 e e

iP or e i仃 朋汉 soc 诫 从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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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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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u n i v e rs i ty

,

M
a y 199 3 )

,

该书已经有中文版 (上海 出

版社
,

200 1 年 )
; 朱晓 阳

: 《罪过与惩罚—
小村故事

:
193 1一刃 7》(社会学人类学论丛第 32 卷 )

,

天

津
:
天津古籍出版社

,

200 3 年 ;赵旭东
:

《权力与公正— 乡土社会的纠纷与调解》(社会学人类学论

丛第 33 卷 )
,

天津
:
天津古籍出版社

,

2 00 3 年
。

L按照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小额信货操作者的看法
,

大多数 (据说 70 % )的垒大户行为能按期还款
。

函阂中服务社下发的农户货款手册 ( 200 2 年 6 月 1 日制 ) 中对 目标村民的界定标准有两条分别是

“

% 年家庭人均纯收入低于 58 0 元
” , `

,9 6年家庭人均产粮低于 300 公斤
” 。

谁还记得 自己或都居 6

年前的收入? 即使记得
,

对于当前评估穷富程度又有什 么用处呢 ?

⑥作者参与过澳援青海项 目设计 (包括小额信货 )
,

并在 20 00 年有机会跟踪这一项 目在基层运作的

情况
。

可以说在那里看不到小组
,

看不到中心
,

更看不到培训
。

在那里依靠农行进行的放货 已经变成

单纯的金融活动
,

村落联络员也只是信货员而 已
。

村落的联络员基本上是村干部
。

笔者也在 UN D P

青海涅源小额信货点作过调查
,

那里的情况比澳援项 目更遭
,

最后的结果是 U N D P 不得不将四十八

个县的小额货款项 目收缩
,

变成现在的五个县的规模
。

朱晓阳
: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

10 08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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